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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贫困概念与内涵出发，在贫困文化、贫困与女性、贫困与全球化这三方
面阐述西方关于文化人类学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对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础的贫困研究中所
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贫困不仅仅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解决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西方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可为我国开展贫困问题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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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人类学的视角去理解贫困问题的相关理论，并进行文献综述，是为了提供另一种理解贫
困问题的思考途径。人类学家从当地人和弱势群体的角度开始研究怎样更加符合当地人的利益，
立足于发展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研究，通过自下而上(bottom-up)对贫困问题的研究，
来缓解自上而下的话语所遭遇的困境;以学理探讨为导向的观察、批评角色，以丰富的田野工作和
详尽的案例分析，揭示人类学视角下贫困背后暗含的渗透到当地人经济、社会生活与本土文化中的
生存价值观念，探索缓解或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化维度。
一、人类学视角下贫困相关概念及内涵研究
贫困不是一个绝对的衡量条件，而是一种定性的社会关系，贫困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意义。福柯
指出，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内，事物才能成为某种特定事物，才真实［1］(47)。贫困话语的建构
表现为一种象征符号控制的能力。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通过对西南非洲布须曼人(bushman)
的研究，认为布须曼民族生活在一个物质需求都能轻易得到满足的状态中，狩猎采集者对获取维持
生存必需的食物并不感受为被迫辛苦劳作，反而是一种断续享受足够的闲暇，这被描述为原初丰裕
社会(original afflute society)［2］(43)。在原初社会氏族共同体内的互惠是集体狩猎、互助采集，为适
应自然环境维持共同体的生存。当社会发展到食物财富出现一定剩余的时候，竞争性互惠逐步取
代了单纯的血缘互惠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的“库拉”(kula)研究，在不同
部落土著内部循环的交换仪式形成的库拉圈反映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地位标
志，库拉圈的核心价值是在交换中呈现的权力、声望、荣誉象征的文化意义。莫斯《礼物》中的“夸
富宴”(potlatch)是实力的角逐，公开炫耀财富的目的是获得或保有某一层级的尊荣和政治地位。
莫斯在研究不同类型的礼物交换时指出，礼物交换的馈赠是正向互惠，在这种交换链上包含亲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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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道德义务和个人的生存活动，在礼物的流通中表示认同与合作，以维系共同体长期存续的友好
关系;而竞争性负向互惠的拒绝接受回礼姿态和宣战掠夺则表示区隔和排斥。贫困既是社会分层
分化产生的不平等关系表达，也是结果。
与氏族社会的闲适丰裕和礼物互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是现代性
贫困观出现的前提。现代社会的消费逻辑是生产和支配符号的逻辑，商品是一种符号代码，消费是
认同与排斥，是使用这种符码过程的语言，在消费社会，“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
本身”［3］(212)，人与人的关系已经转变为消费关系，消费能力变成一种具有权力和地位象征意义的
商品，并区隔了贫困和富有。作为对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符号化的标志，消费已成为物的意义
体系，消费符号的意义在于制造不同的等级，在穷人与富人之间，不平等的符号等级代际传递下去，
消费鸿沟不断拉大并得到确认。消费的需求被不断创造出来，在社会各阶层中，商品符号、象征意
义的抽离是博弈的结果，富人阶层通过引领消费来控制市场资源，因此在他们的消费行为中，商品
的象征符号意义在潮流与传统、奢侈与廉价、高贵与低俗的风向标中被不断重新定义和标准化，穷
人阶层只能生活在追求时尚和不断模仿的消费行为下，通过外在商品或服务对象的象征意义把不
平等关系符号化、异化、制度化。鲍德里亚说，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具
体的交流之中，在原初交流中，每个社会关系都使社会更加富有，而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
中，每个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让原初人经历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丰盛社会的是亲属血
缘关系的社会逻辑，而使我们遭受奢侈的、戏剧性的匮乏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逻辑［4］(55 ～ 56)。
人类学贫困内涵从原初丰裕、竞争性互惠到消费符号的转变可以看出，在前现代社会，贫困主
要表现为物质财富在低度发展下的丰裕，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确保和维持了生存
和心灵归属。发展到现代社会，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贫困作为社会关系的总体，通过经济关系不平
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被进一步建构起来，传统的地位等级关系让位于经济占有关系，在共同体内部
则表现为社会分化和分层，分离式发展是通过物质财富内部认同和外部区隔得以表述，名誉地位、
阶层权力的符号意义是通过财富背后的力量得以表达。在现代社会，贫困表层反映的是人类行为
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经济实力成为贫富划分的唯一因素，是人类不满物质稀缺的经济贫
困;而贫困深层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是在商品消费符号意义上产生的差异，让不
平等的社会关系呈现可视性，在经济强势话语下产生社会心理、精神文化方面的危机感，无力消除。
二、贫困文化
人类学对贫困文化的关注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开始的，一些人类学家试图将贫困视为社
会适应性存在的独立实体，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和组织结构。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在其所著《五个家庭:在贫困文化的背景下对墨西哥案例研究》一书中，使用民族志的方式为读者
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墨西哥贫困家庭生活场景，正是在这本书中，“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才正式出
现。刘易斯认为，人类的行为和信仰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了，并且造成代际传递和贫
困如何塑造穷人人格的问题。性乱、早熟等意识行为也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被边缘化、早孕、排
斥、判断能力不足、生活知识欠缺。刘易斯观察发现，当孩子们成长到六七岁的时候，贫困文化就已
经形成并植根于他们的脑海当中了，所以，这些孩子往往会和自己的父母们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
虽然刘易斯使用了五个墨西哥家庭作为例证，但是他也强调，贫困文化并不仅仅出现在墨西哥人之
中，强调贫困文化的态度和信仰超越了种族划分和地理位置的划分［5］(19 ～ 25)。
“贫困文化论”的支持者认为，由于个人存在的特性导致贫穷，穷人不同的行为方式偏离了社
会规范，这些行为对穷人来说是独特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从而使贫困文化固化。弗雷泽(Frazier)
在《黑人中产阶级: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崛起》中指出，美国黑人家庭模式在传统上沿袭母
权制，他们从南方逐步迁移到北方工业城市后，那些居住在无序的城市地区的社会黑人下层家庭，
由于母亲对家庭的主导力量和对子女权威的瓦解与丧失，导致贫穷黑人陷入一种混乱的病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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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在街头抢劫犯罪和女儿滥交行为带来高生育率的私生子等问题都进一步说明了“贫困文化”
问题［6］(153 ～ 174)。1965 年，时任美国约翰逊政府劳工部副部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莫伊尼汉报告”中向公众介绍了“贫困文化”的概念，该报告将城市黑
人家庭描述为陷入未婚母亲与福利依赖的“病态的混乱”，他认为，美国黑人家庭的病理纠结不仅
能独立存在，还是所有困扰底层黑人问题的决定因素［7］。詹姆斯(James)在《贫困:文化与阶级》一
文中指出，贫穷的人有自己不同于中产阶级特有的价值观，并因此得出结论:改变价值观和行为唯
一的办法是改变贫穷的人［8］(589 ～ 599)。当 1996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终止已知的所有社会福利法案”
时，多数反贫困的福利政策最终产生，这些政策不利于维护穷人福祉，以改变穷人的“落后价值观”
和“不良行为”为最终目的。
“贫困文化论”的质疑者、人类学家布古瓦(Bourgois)根据自己在纽约东哈莱姆波多黎各移民
居住区历时三年的实地调查经验，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学说做出如下评价:“他没能注意到个体
的生活是如何受制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结构的，看不见有关阶级剥削、种族歧视，当然还有性别
压迫以及特定语境中文化意义的微妙之处。”［9］(326)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的《泰利的街角》
(Tally’s Corner: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一书，其研究对象是没有固定的工作、稳定的家
庭、栖身于街道角落的黑人，在那里，他们创建了一套“影子价值系统”，以逃避一种沉重的个人失
败感。列堡并没有否认文化和贫困相关，相反，他把它们详尽地记录下来。但是，他认为，在那些街
角男人身上并不存在一种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其说这些是文化传承的产物，倒不如说它们反映了这
样一个现实:“儿子们走出街角，却在同一地带，几乎因为同样的原因，承受了和父亲一样的失
败”［10］(16)。需要改变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经济制度，是就业上的种族隔离体系。前者无力为穷
人们提供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后者贯穿美国历史，使得整整一个民族在各行各业都遭到排斥。
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他的著作《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中选择从
结构角度来解释贫困。他认为，和贫困文化相关的绝望情绪和应对机制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贫困
的存在，贫困文化的唯一良方就是消除贫困［11］(186 ～ 203)。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ay)和理查
德·赫恩斯坦(Ｒichard Herrnstein)在 1994 年出版了《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与阶级结构》一
书，此书因提出智商预示贫困而饱受争议，认为单亲家庭、工作表现和犯罪、非裔美国人的低智商是
由基因决定的［12］(64 ～ 263)。Kristine Frerer)在《一个贫穷人类学的观点》(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Poverty)一文中指出，人类学家用批判理论关注全球化、唯物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概念，探索贫困的议
题包括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社会的苦难和无家可归［13］(77 ～ 85)。2009 年美国人类学家安·邓纳姆
(Ann Dunham)撰写的《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一书出版，作者没有采用前人理论研究的捷径来代替亲身田野实证性研究，填
补了人类学史料的空白。邓纳姆通过对爪哇农村经济特点的精细描述，分析了印尼经济二元性带
来的东西文化差异，对前人所形容的印尼农民的刻板印象，如因循守旧、毫无时间观念、不会理财的
非理性之人等进行了反驳，她在书中写道:“本书中的民族志数据表明，创业精神在爪哇农村随处
可见，印尼农村最不缺的就是企业家精神。”［14］(290)
2011 年，斯蒂芬·斯坦伯格(Stephen Steinberg)发表《贫困文化:站不住脚的致贫理论》(Poor
Ｒeason:Culture Still Doesn’to Explain Poverty)一文，提出争论的关键是:在长期的贫困下，文化因素
是不是“能独立存在”，是不是会以自然的文化传递方式一代代流传下去?“莫伊尼汉报告”确实引
发了纠葛，但这些纠葛的问题不是文化和贫困是否有关，而是文化是不是、会不会成为一个独立、自
我延续的贫困起因。莫伊尼汉和他的支持者们宣称，穷人的穷是自食恶果，就此把焦点从政治经济
制度转移开。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制度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穷人的生活，一旦它们的责任被开脱，那么
穷人就只能自生自灭了［15］。
三、贫困与女性
“女性贫困化”这一概念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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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以及前期人类学理论与不平等和贫穷关系研究中忽视了性别因素。Gimenez认为，在结构
主义看来，女性贫困，主要原因不是家庭支撑体系的瓦解，而是由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福利系统中
的地位决定的。无论她们是单身还是已婚，无论她们是不是母亲，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遭遇工资低、
工作环境差和工作前景不乐观等问题。由于受到需求、劳动力市场和福利系统等的限制，女性总是
在涉及社会安全权益的条款方面遭到歧视，迫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16］(5 ～ 30)。
当前，在探究影响女性贫困的因素时，研究两性婚姻家庭在历史发展、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
治机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解构了家庭结构，还强调了家庭成员与包括国家在内的其他组织相
互依赖的关系，所有这些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此之上，个人需求和权力可以通过协商或争
辩加以解决，摩尔(Moore)将之称为“再分配系统”，揭示了女人和男人在生命周期中经历的各种变
化，以及与他们在这种再分配系统中的地位关系［17］(6 ～ 101)。
Gunewardena认为，依赖宏观经济因素和市场调节监管是消除贫困的主要途径，但是女性为什么
生活在与经济因素不太相关的贫困中和更多性别歧视所带来的疏漏中，妇女的经济地位使她们更容
易徘徊在种族、性别和阶层贫困的十字路口。人类学家关注的是文化意识形态与性别歧视所确定的
国家承诺的特定问题，以及性别歧视如何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缺乏参与的决策过程［18］(14 ～ 22)。Mills提
出，性别和劳动不平等影响全球经济。父权意识形态和相关的性别不平等是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因
为他们支持和维持一个分段、灵活的全球劳动力。Mills寻求识别性别不平等条件，是它更有可能维
持或繁殖权力结构以及性别等级制度，她认为，挑战在于澄清经济和社会背景方面的联系［19］(41 ～ 62)。
四、贫困与全球化
当代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小型稳定社会的小样本，站在全球角度考虑更多人口的贫困问题，将文
化理论与全球化相结合，通过对所活动区域的描述性研究，分析全球经济在个人经历中呈现的复杂
社会关系，指出全球化对该地区社会与文化产生的影响。Scheuerman 提出了四个核心假设:“第
一，去地域化指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类活动的整个‘社会空间’不包括在某一地域(即传统意义上的
地理位置)之内。随着远程通信技术日益普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大事件可在全球同时报道。
因此，全球化包括传播新形式的非地域性社会活动。第二，互联性指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有可能影
响到全世界，即使有些活动看似相关，而有些活动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域或地区。第三，去地域化、互
联性与世界各地不断加快的社会生活节奏紧密相关。第四，尽管全球化各个方面都与以上三个假
设互相联系，但其进程是不相同的，需要区别对待。”［20］(78)Tierney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发现人们对
贫困概念的不同理解，通常，老人认为穷困的人就是那些单独吃饭、没有与其共同生活的人，年轻的
男子则将那些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定义为穷人，他们不再从单一的物质条件去定义贫困，转而以全
球化网络、联络方式以及机遇的角度去定义，但这并不代表物质贫困已经不重要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注意到当地人对于贫困的理解也凸显了其他因素的影响［21］(256)。
Knauft认为，暴力和侵略性是生存的一种先天性倾向，使用暴力建立全球主导地位，以获得和控
制稀缺的自然资源［22］(391 ～ 409)。全球化市场环境在“穷国”与“富国”中创造和延续着饥荒、冲突和动荡
的结构性暴力问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曾经用来经营生存型农业的上百万英亩土地，如今已
被用于生产供出口之用的经济作物，用来满足“富国”对咖啡、茶叶、巧克力、香蕉和牛肉等食品的需
求，那些以前为了自己的需求而耕作土地的人们，要么迁移到经常找不到工作的城市，要么迁移到生
态环境不适合农耕的地方去。有超过 2． 5 亿的穷人不能在他们的农场上种植庄稼，还有分布在 100
个国家中的 10亿人面临丧失种植庄稼能力的危险［23］(516 ～ 517)。人类学家 Kristine Frerer 和 Catherine
M． Vu在《一个贫困人类学的视角》(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Poverty)一文中指出，21 世纪贫困人类
学研究的新挑战是超越孤立的文化研究，人类学家已经着手记录当地社会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化大规
模社会动力的整合方式，并研究在个人和地方性的贫困和健康状况之间如何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动态
的社会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当地环境也参与评估［13］(84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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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建构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伴随全球化竞争产生的不平等，是“我使你贫困”。贫困在世
界扶贫话语体系下被视为现代化伴随的结果，而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减少是中国式工业化(现
代化)发展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文献的梳理不够，
对贫困状况的构成、生成机理，评价体系在制度、政策下的路径选择，资源配置、保证、建构主体等问
题研究不够，在消除文化贫困对策方面缺乏结构分析;研究成果借鉴西方贫困理论的引入，但同质
化成果居多，本土化理论、实践性不强，获取真实数据资料的充分田野调查研究不足。中国学者可
以将人类学所倡导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整体论、地方性知识理论运用到国内人类学贫困问题研
究中，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贫困问题全球治理复杂性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西方人类学贫
困理论产生的土壤与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存在差异，我们应该在充分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和经验的
基础之上，寻找这条人类共同发展道路之上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美］马歇尔·萨林斯． 石器时代经济学［M］． 张经讳，郑少雄，张帆，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9．
［3］ ［法］让·波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1．
［4］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Lewis，Oscar． Five Famil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M］． New York:Basic Books，Inc． 1959．
［6］ Frazier，F． E． Black Bourgeoisie:The Ｒise of a New Middle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
［7］ Moynihan，D． P． 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EB /OL］． http:/ /www． dol． gov /asp /programs /his-
tory /webidmeynihan，2005 － 11 － 12．
［8］ James，D． B． Poverty:Culture vs． Class［M］． Comparative Politics，1972．
［9］ Bourgois，P． In Search of Ｒespect:Selling Crack in EI Barri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0］ ［美］艾略特·列堡．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M］． 李文茂，邹小艳，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2010．
［11］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M］．郑飞北，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12］ Herrnstein，Ｒ，J，＆ Murray，C． 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M］． New York:Free
Press，1994．
［13］ Frerer K，Vu Catherine．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Poverty［J］． AUSTIN M J． Understanding Poverty From Multi-
ple Social Science Persnectives Bav Area Social Services Consortium，2007(1 ～ 2)．
［14］ ［美］安·邓纳姆．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M］．徐鲁亚，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5］ Stephen Steinberg，Poor Ｒeason:Culture still doesn’to explain poverty［EB /OL］． http:/ /bostonreview． net / stein-
berg． php，2011 － 01 － 13．
［16］ Gimenez，Martha．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Myth or Ｒeality［J］．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1987(1)．
［17］ Moore，Henrietta． In A Passion for Difference:Essays in Anthropology and Gender［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
［18］ Gunewardena，N． Attention to Women’s Poverty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J］． Voices，2002(1)．
［19］ Mills，M． Gender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Labor Force［J］． Annual Ｒeview of Anthropology，2003(32)．
［20］ Scheuerman，W． Globalizatio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B /OL］． http:/ /plato． stanford． edu /entries /
globalization /，2010 － 01 － 15．
［21］ Tierney，Alison，Local Concepts of Development:Women food Sellers and Fishermen in an Oxfam Programme，Tabo-
ra Ｒegion，Western Tanzania． PhD Thesis［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997．
［22］ Knauft，B． Violence and Sociality in Human Evolution［M］． Current Anthropology，1991．
［23］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李小凤】
921
